
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 

 

内容摘要: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曾经是颇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苏联

解体后，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档案和其他新材料的公布，人们更加清

楚地看到了历史的真实：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那些曾经具有争议的

问题，往往是抱着不同政治追求、具有不同利益的人物和集团制造出

来的。今天，应该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具有客观思维和

良知的人经过反思，深刻熟悉斯大林评价的真相。 

 

所谓肃反扩大化问题。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半的篇幅是集

中攻击肃反扩大化问题。现在人们看到，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心对肃反

扩大化的错误，曾及时做出指示，作过纠偏的巨大努力。苏联肃反镇

压的人数被敌对势力严重夸张，绝不是敌对势力捏造的 3500 万人或

1.1 亿人。 

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

许多自称近卫军的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斯大林也不曾主张加速

镇压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冷静而审慎的。 

所谓“消灭了 4 万个指挥员”的说法，是指苏联 30 年代末，出

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将 36898名军人做了退役处理。其中有四

分之一的人被逮捕。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其中的错案．批评了

具体处理此案的伏罗希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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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流放少数民族问题，是指斯大林时期迁徙鞑靼、车臣、印古

什等部分民族。在战争情况下，由于这些人和德军的配合，才采取了

这一措施。这也绝不能成为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的问题。以往，西方敌对势力散布苏共和

列宁、斯大林迫害宗教人士的舆论。其实，斯大林是正确处理宗教问

题的模范，赢得了宗教界的高度尊敬。1995 年，闻名牧师德米特里•

杜普科说，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甚至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

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赫鲁晓夫曾攻击斯大林为自己的个人崇拜现

象推波助澜。但根据最新公布的 1946 年 12 月 23 日斯大林的谈话记

录，斯大林明确指示，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我是列宁的学生。即

使在他晚年，他的民主作风也是贯穿始终的。他晚年确有个人崇拜的

成分，但也把握了分寸。 

 

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现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材料证实，斯大

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和贯彻了列宁遗嘱的。当时，

斯大林继续列宁成为苏联的领袖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党心所向。 

 

关于制造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谎言。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

告中就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并以医学专家诊断为

证。但当事人以事实表明，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斯大林始终持科学分析态度的代表

是毛泽东同志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既能大处

着眼，高瞻远瞩，又能够客观公正，不差蜀黍。这不仅为我们留下了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斯大林的传统，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得

了光荣和自豪。 

 

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也确实有错误。但是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

评价的争议，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

对斯大林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是真正懂得

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曾经是几十年之中一直沸沸扬扬的具有争议

性的问题。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更加清楚的看到：那些具有

争议的问题是由于抱着不同政治追求、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的人

物和集团制造出来的。今天，对于这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应该根据

事实真相，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得广大具有客观思维和

良知的人看清真相，经过反思，深刻熟悉斯大林评价的真相，这就是

具有劳动人民良心的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一、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应该客观评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半的篇幅是集中攻击斯大林在肃反过

程中的问题。其他问题依次为斯大林的性格问题，卫国战争的责任问

题，疏散少数民族的问题，个人崇拜问题。总之，30年代的肃反扩大

化是问题的核心。但是，在赫鲁晓夫的煽动下，在批判斯大林在肃反

扩大化方面的错误时，许多批判者抛开了历史条件，把全部罪责归于

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性格，甚至把整个 30 年代概括成“黑暗的时代”，

完全抹杀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热情普遍高涨的一

面，这样的批判就太极端了。应该看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历史背景

和主观因素的影响。现在，由于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在史实面前，

许多夸大其辞的说法和谎言不攻自破。从这些新解密的材料可以看出，

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心在及时发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曾经作过纠

偏的巨大努力。 

 

由于基洛夫被暗杀而引发的苏联对反革命分子的警觉，加之当时

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和颠覆的威胁，以及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等因素，

使得苏联开展了肃反运动。在 1937 年至 1938 年间的时过程中，发生

了扩大化的错误，而 1938 年的甄别、纠正又不够得力，造成了严重

的后果。这次肃反过程中主要是审查了中心委员皮达克夫、拉狄克为

首的“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

军事中心”，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等



几个重大案件。此外，还审查了“平行的布哈林中心”和“平行的军

事中心”等案件。这场肃反运动在揭露打击坏人、消除敌对势力的侵

入方面是具有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的举措。但是，由于斗争的复杂性，

许多混入中心机构的坏人进行“形左而实右”的操作，搞乱了局面，

伤及了许多无辜，这是消极的一面。 

根据新解密发表出来的档案材料，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具

体的部门操作的失误，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了

解到一些案件的扩大化倾向时，曾及时地做出指示，刹住了扩大化的

倾向。当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仍然应该对肃反的

扩大化错误负领导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自从赫鲁晓夫故意扩大渲染

之后，被严重夸大化和妖魔化了。今天，科学的研究应该根据新发现

和公布的材料，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结论。 

 

1、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被严重夸大。 

 

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差极

大的一个问题。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煽动被害者

对苏维埃的仇恨，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是苏联国内外敌

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他们无限夸大遭到镇压的人数，把苏联

丑化成劳改营遍布大地的黑暗帝国。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

策尔科夫曾经宣扬，有 3500 万人受杀害。他说：“355 万无辜受害的



人们！18000 万中的 3500 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人口被这吃人的制

度吞没了。”言者制造这么耸人听闻的数字竟然拿不出任何证据。索

尔仁尼琴曾经把十月革命到 1959 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

算作被镇压的人数，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连以反共为己任、曾经担

任戈尔巴乔夫最高智囊人物的雅可夫列夫，在担任审核历史各种案件

的审核小组组长期间，经过审核也觉得索尔仁尼琴当时的说法太离谱

了。 

《消息报》在十月革命 80 周年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

“共产党政权消灭了 1.1 亿人”。谁相信这种公开的捏造？看来这个

数字的扩大，完全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仇视的程度，取决于攻击社

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根本不是事实。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 15 卷中，斯大林对被镇压的人数

有正式的统计。他说：“1938 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

部机关逮捕了 52372 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

273 人定罪，其中 89 人被枪决，49641人被公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

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

逮捕的。他背着中心胡作非为。” 

按照疯狂的反斯大林的人的夸大的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

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

造足以证实反共势力的无耻。 

肃反在当时的苏联是必要的。非凡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苏联面

临危险的时期。肃反的错误只是在于扩大化。俄罗斯学者提供的信息：



“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在东线（苏德战场）的失败

辩解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 1937 年枪杀了他在俄国

的‘第五纵队’。” 

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的案件就是一

个典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 1936 年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葬礼，

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他在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时说：“部长

先生，您把自己的仕途和自己国家的命运与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日暮

途穷的老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应该指望新德

国。至多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我坚信，

希特勒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救星。”面对这样的情况，对希特勒所说

的他的“第五纵队”的警觉，并非杞人忧天。 

为了驳斥敌对势力污蔑斯大林“消灭自己的人民”、“比希特勒还

坏”的诽谤，俄罗斯的理•科索拉波夫博士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

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每年净增人口 300 万，“自 1992 年起，

死亡率一直高出出生率。在 90 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就丧失了 700

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

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

更接近？”看来，对于这些真正“消灭自己人民”的现代罪行，反共

势力则采取了“鸵鸟政策”。 

 

2、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 

 



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下，以前有人总认为斯大林究竟

是“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即自称为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

第一批老党员的人。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

宁近卫军。连 1917 年 8 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自己是

“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心斗争失败后，把自己

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这种牵强、附会的

指责，是不能说服人的。 

30 年代的镇压，较多地涉及到了一些老党员。原因是许多人参加

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等派别斗争。列宁曾经称这些人为“这样的天晓得

的老布尔什维克”。1997年，俄罗斯政治学家库拉什维里在他的专著

《新社会主义一论大难后的复兴》中写道：“1936 年下半年，托洛茨

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书中号召两三万名为真正的列宁

主义党转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党、国家和军队机关中的

地位来策划反斯大林‘热月政变’的‘政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

革命的‘热月党官僚’政权。除了已经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可能与

德军司令部秘密勾结一事，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政变一事也是开始大

规模先发制人的清洗的导火线。” 

所谓斯大林消灭“列宁近卫军”的说法，是把不属于斯大林的一

些残忍行为也算到斯大林的帐上，把那些反苏分子也说成是近卫军。

其实，斯大林并不是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的。拉

•卡冈诺维奇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具体的描述，证实了斯大林对反对派

教育的耐心和仁至义尽：“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



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

中心、中心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

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心

用了 15 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

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是因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

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

较年轻的中心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

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

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

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虽然 1934 年发

生了暗杀基洛夫的事件，虽然发现了个别元帅与德国的勾结，斯大林

在判定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问题时是冷静而审慎的，并没有出现卤莽的

行为。 

 

3、所谓“消灭了 4 万个指挥员”的说法。 

 

所谓“消灭了 4 万个指挥员”，就是苏联 30 年代末由伏罗希洛

夫处理的 36898名军人退役的问题。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实

行了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 9579人被逮捕。

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提出申诉。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审理了这些申诉，

1940 年 5 月 1 日前，已经有 12461 名指挥员归队，1500 人被释放，

有 70 人被判处枪决。可以说，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



人是错案。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伏罗希洛夫因此还

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在 1941 年 5 月批评说：“当然，可以理

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

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

只要在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

实让 4 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

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心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

同志的错误。”这就是所谓的“消灭了 4 万个指挥员”的事件。这个

事件的过程不但不能证实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够证实斯大林的正确。 

 

4、关于流放少数民族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流放到边远地区。

斯大林的时期迁徙了鞑靼、车臣、印古什等部分民族，成为那些反对

斯大林的人指责斯大林“镇压少数民族”的口实。他们认为，苏联内

务部部队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试图使人觉得

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 

对此，俄罗斯学者做出了新的说明。佩哈诺夫认为斯大林这样做

有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有投降行为。根据贝利

亚 1944 年 5 月 10日给斯大林的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 2万人参加苏

联红军，但在 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 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

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



是如同过去所说“斯大林因这些民族的部分人犯罪而惩罚整个民

族”，实际上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卷进去了。第三，并非把

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起码，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

些妇女并没有被迁徙。第四，可以与此比较的是：1942 年 2 月 19 日，

在和日本开战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从美国西部某些州把

所有居住在美国的日本民族无一例外迁移到中部地区的集中营，按照

这个命令一共拘禁了 12 万人，都是合法居住在美国的人。与迁徙日

本籍美国人同时，美国政府还解除了所有在美军服役的、在日本出生

的军人的职务。与美国的同类做法相比，当时苏联的做法只是显得比

美国更加仁慈。 

事情发生在 1943 年底和 1944 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

些人和德军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后来，

苏联政府给这些民族平反，让他们回到原地居住并恢复民族自治，在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但是，这决不能成为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5、关于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的问题。 

 

以往，西方敌对势力散布苏共和列宁、斯大林迫害宗教人士的舆

论，说是苏联成立了新型的“宗教裁判所”，迫害宗教界人士。2002

年 3 月 6 日，阿•斯捷潘诺夫在《领袖之谜——斯大林政治肖像》一

文写道：“从 1927 年下半年苏共调整宗教政策。主要表现就是支持

传统的东正教，不支持东正教中的‘革新教派’。1943年 9 月，斯大



林和东正教总主教阿列克谢、尼古拉等人座谈，主教们感到十分满足。

共同解决了以下问题：容许召开已经有 18 年因国家禁止而未能举行

的教徒会议选举总主教；恢复东正教教会事务协商会议；容许开办神

学院；容许出版宗教书籍，包括定期刊物；释放还关押在监狱、集中

营及流放地的神职人员。正是由于苏共和宗教界关系的改善，宗教活

动迅速恢复，在战争初期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的教区中有 150—450

个教区恢复活动，还重新开放多达 2200 个教堂。”所以，斯捷潘诺

夫引用 1995年闻名牧师德米特里•杜鲁科的话表达他对此的看法。杜

普科说道：“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无

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她

的价值。甚至我们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

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 

在肃反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以后，季诺维耶夫的态度十分鲜明。

他为当年的肃反进行辩护。他说：“任何政权不经过大规模清洗都不

能确立起码的社会秩序。……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

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

这个评论十分中肯和精辟，说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只有把这些

科学冷静的观察与苏联肃反运动中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综合考察，

才能真正看清楚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 

 



二、关于斯大林评价中其他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斯大林的评价中，还有几个问题被严重歪曲或扩大化了。这也

需要正本清源，依据新的可靠事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1、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述斯大林在为

自己歌功颂德的书《斯大林传略》添枝加叶，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

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的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撰者之一。”现在，

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意见，公开面世，作为《斯

大林全集》第 16 卷出版，就粉碎了赫鲁晓夫及其信徒的捏造。 

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集体的一员，

于 1946 年 12 月 23 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

录，很能够说明问题。根据 1998 年 8 月 13 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世纪末的思考”栏公开发表的记录稿，斯大林的意见是： 

“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

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

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

一点也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

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

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 



“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

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

这么去教育。……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 

“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 

“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

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

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

过……” 

“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

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

出来的道路走。” 

斯大林个人的民主作风是坚持如一的。尽管在他晚年的一些问题

上，他有时显得不够民主，甚至有些专制的味道，但他个人的民主作

风是贯穿始终的。起码，他的民主作风要比批评和指责他的那些人好

得多。他明确地提出，在党内不要再培养“珠穆朗玛峰式的人物”，

果断保持党内正常的民主讨论的气氛。 

斯大林在晚年确有个人崇拜的成分。但是这种所谓个人崇拜是有

分寸的，原因是具体的，应该有分析的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斯大林

这位世界瞩目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也是需要一定的威信的。这是

凝聚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需要。没有足够威信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是

不能担任当时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责任的。总的说来，斯大

林的个人崇拜的成分，不是靠宣传机构和舆论工具鼓吹起来的，主要



是他个人的伟大实践和辉煌业绩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得人们没有

妥当地把握对领袖的信任和热爱的方式而造成的。后世人应该把斯大

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作为一个教训，不应该再这样做。斯大林在他工

作能够觉察的问题上也是果断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对修改《斯大

林传略》的那篇引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个人崇拜，无论如何是错

误的，对斯大林个人也没有好处。个人崇拜轻易使得个人的错误意见

和错误决策很难得到纠正，使得党内民主监督的气氛受损害，使得党

的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该防止和避免产

生个人崇拜。这是党的建设工程应该包括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哲学博士理•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是

很有意味的：“在后来的 40 年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

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怎样制造对自己的崇拜，到头来留下了什么呢？

不过是为个人运作的党和国家机器的短暂效应，而不是个人英雄业绩

产生的结果。狭隘的职务上的荣誉往往很快就变成了骂名和耻辱。”

这番话是颠扑不破的人生哲理，是教人做人要老实，任何不老实的行

为都会弄巧成拙。然而，那些自恃自己的权势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人

生价值观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的。 

 

2、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曾煞有介事地传达列宁的遗嘱，力图引导

人们接受这样的猜测：似乎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似乎是斯大林



违反列宁明确要解除他领导职务的遗言，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力。现在

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材料证实；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

是忠于和贯彻了列宁遗嘱的。当时，斯大林继续列宁成为苏联的领袖

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党心所向。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所谓列宁遗嘱，是指列宁在 1922 年 12 月 23 日到 26 日口授的

《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 1923 年 1 月 4 日口授的《对 1922 年 12 月

24 日的信补充》。在“遗嘱”中，列宁对四位政治局委员和两位年轻

的中心委员都作了评价。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认为他“太粗暴”，

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

职位上调开。这个“遗嘱”，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

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道遗孀鲁普斯卡娅于 1924 年 5月 18日送

交中心委员会的。当时，斯大林和中心委员会都没有隐瞒这个“遗

嘱”。5 月 21 日，中心举行非凡会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

文件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向大会宣读了列宁的“遗嘱”。宣读

之后，政治局委员季诺维耶夫首先发言、谈了对列宁评价斯大林的看

法：“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兴奋地确认，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应

验。……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心委员会分裂的危险。”所以，

季诺维耶夫建议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

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

这封信，由各个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

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到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



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做出必要的结论。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共同主

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心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

其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得全会同意。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仍然

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1925 年 8 月 1 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谈了关于发表托洛茨

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遗嘱”的文章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公开

讨论并没有影响全党对斯大林的信任。1925 年 12 月底闭幕的党的十

四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心全会上，斯大林仍然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

1927 年 10 月 23 日，斯大林主持了俄共（布）中心委员会和中心监

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

和现在》的演说。演说中公开谈论了列宁遗嘱的核心内容。他坦诚地

谈了对列宁遗嘱的理解：“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

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我对待那些粗

暴而阴险地破坏党的人是粗暴的。”他说，对那些人要有暖和态度，

“这个我做不来”。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既光明磊落，又不掩饰自己

的真诚态度，不久就公开发表在 1927 年 11 月 2 日的《真理报》上。 

所有的事实都充分证实，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散布的所谓斯大林隐

瞒列宁遗嘱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戈尔巴乔夫之流的人物，把自己对

历史的无知，变幻成对斯大林品格的怀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腹，这只能暴露他自己的卑鄙。 

其实，列宁对斯大林性格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与列宁



夫人的关系造成的。关于这一点，今日俄罗斯教授理•科索拉波夫说

得比较具体。他认为，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高度信任，引起了列宁身

边人的警觉。在列宁病重期间，中心委托斯大林监督执行医嘱，但却

经常有人包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违反医嘱。“在娜•克鲁普斯卡娅

插手下，病人接连不断地受到打搅，于是斯大林很严厉地与克鲁普斯

卡娅谈了一次话。现在完全清楚，斯大林的担心是有原因的。给列宁

接连做出了三次误诊。用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显然是

想要治坏病人，并同时破坏他的威信。”这就是“斯大林粗暴”评价

的来源。实际上，所谓“斯大林粗暴”，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履行自己

的职责，与列宁夫人发生了争论。现在客观地看，在这个问题上，道

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但是，这使得列宁与斯大林

的关系被推到了破裂的边沿。但斯大林以世界上罕见的忠诚和尊重，

妥善处理了与列宁及其夫人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列宁除了批评斯

大林性格粗暴以外，仍然充分肯定了他的无可替代的才干和地位。这

一批评没有牵连对其他问题的评价。 

在 1925 年召开的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格•季诺维

耶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妞也参与了

这个政治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同与会的大多数人发生了争

吵。这时，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站起来发言，她很委婉地纠正

了她嫂子的看法。她的话值得人们深思。她说：“同志们，我发言不

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

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认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



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这些情况，有助于对列宁遗嘱问题的全面理

解。 

 

3、关于制造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谎言。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

谎言，以此打坏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

革”中，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

到处散布。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杰出的医学专家别赫杰列

夫在 20 年代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

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而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的“证词”加

以证实。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杰出的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

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

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

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

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

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

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 

人们应该感谢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她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

话。她的话不但揭发了那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企图污蔑斯大林的谎言，

而且也揭露了这些篡夺了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而无耻背叛的人的

卑鄙伎俩。他们竟敢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强迫社会主义国家的



公民用假话和谎话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领袖，这是世界历

史上多么卑鄙无耻的事啊。 

 

三、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做出科学评

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斯大林始终持科学分析态度的人是

毛泽东同志。他既能够大处着眼，高瞻远瞩地把握评价斯大林问题的

实质，又能够客观公正，对斯大林的具体评价不差蜀黍。毛泽东为首

的中国共产党人评价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斯大林的传统，而且随着历史的推演，为中国共

产党人争得了越来越多的自豪。 

50 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

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科学公正评价

斯大林的榜样。正当赫鲁晓夫拉开大反斯大林的帷幕时，中国共产党

人就不同意这种错误的做法，主张对斯大林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1956年 4 月 25日，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不到两个月，毛

泽东同志就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

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

跟着转。中心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

‘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

准革命，说是假如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

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

九五零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

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

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

林坚持公正评价，不同意赫鲁晓夫做法的最早表示。这样的评价，显

然能够服人，与赫鲁晓夫的做法划清了界限。这里讲的“过去把斯大

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又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人，就是指赫鲁晓

夫。正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在世时称斯大林为“父亲”，斯大林逝

世后又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 

1956 年的“五一节”，中国一如既往地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11月 30 日，毛泽东同志在接

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直言相告：“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

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鉴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混乱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以《人民日报》编辑

部文章的形式，表达了中共中心政治局扩大会讨论过的意见，即《论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

篇文章对斯大林同志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并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



教训作了初步总结。 

关于斯大林评价的严重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

出，“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他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熟悉

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

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

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同时，《再论》的文

章回击了国际上把斯大林的错误与社会主义制度连在一起的说法：

“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

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假如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

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

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

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再论》强调对待斯大林及其有关同志的

态度是一个立场问题：“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

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

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

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错误的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

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否则，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

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出

发的，是从科学地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公正立场出发的。对于赫

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是有远见的。 

 



四、历史将把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席卷而去 

 

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但也确实有错误。但是，几十年来对于斯

大林的争议，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

林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看，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当

代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2002年 12 月，俄罗斯学者符•苏霍捷耶夫在俄罗斯的《对话》杂

志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党的一切攻击，对斯大林的一

切仇恨，并不在于斯大林似乎追求个人的权力，追求个人的独裁。他

的不可饶恕就因为，尽管敌人施展阴谋诡计，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并坚

定不移地带领苏联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在观察各种

评价斯大林的言论时，这样一个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 

自从赫鲁晓夫掀起“非斯大林化”的恶浪，斯大林的功绩被抹杀，

错误被扩大，事实被歪曲，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下

台后，“非斯大林化”的氛围一直延续下来。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

因，可以归因于西方的压力和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变质。到了戈尔巴乔

夫时期，更是形成了“非斯大林化”的疯狂，斯大林受到空前的诽谤

和污蔑。斯大林简直就被彻底“妖魔化”了。 

但是，辩证法的逻辑就是物极必反。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对斯

大林的诽谤越是极端。随着他们自身的原形毕露，就越是使人们看清

了他们丑恶的本来面目。大致从 1994 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

叛卖者和谣言制造者们退出历史舞台，随着这些叛卖者制造的灾难降



临到人民的头上并引起人民的觉悟，随着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随着

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公布于世，当年许多污蔑斯大林的谎言不攻

自破。在俄罗斯的报刊上，出现了“五多”现象：澄清事实的文章多

了，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多了，说公道话的文章多了，幡然醒悟的文章

多了，思念斯大林的文章多了。同时，“非斯大林化”的市场小得多

了，几乎成为过眼烟云，在严重的现实面前。历史再也不答应被歪曲

和捏造，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到了！还斯大林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者地位的时候到了！西方敌对势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们能够

把斯大林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名誉上贬下去，马克思主义者和有马

克思主义良知的人民大众，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把斯大林的地位恢复

到他应该具有的高度。 

根据莫洛托夫和戈洛瓦诺夫的回忆录，斯大林早在 1943 年就说

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

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斯大林的话讲得真好，历

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刮起来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